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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组织如何应对职场摸鱼？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作用结果及其反馈效应 

作者：崔智淞  贾建锋  邹纯龙  李瑞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意见： 

 

意见 1：“1 问题提出”部分第二段第三行，提到“作为积极组织行为学领域的一个新兴概念，

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从作者前文的描述以及在第二段首

句对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概念解释中可以看出，本文更多倾向于从负面视角描述职场网络

闲逛行为，所以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为何是积极组织行为领域的新兴概念？ 

回复：感谢您的问题。我们同意您的观点，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作用效果具有“双刃

剑”效应，因此简单将它归类到积极组织行为学确实有失偏颇。为了确保论述的严谨性，我

们将它修改为“作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的一个新兴概念，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关注。”（第 1 页正文第 2 段）。 

 

意见 2：建议“1 问题提出”部分的最后一段“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与文章最后一部分“4 理论建构与创新”合并在一起，作为“4 理论贡献”。即“1 问题提出”部

分可以着重介绍关键科学问题的提出，尤其是对于本部分第二段关键科学问题的提出进行

一定程度的展开说明，目前问题提出略显简单，每个关键科学问题的问题提出仅有一两行，

建议对此进行一定扩充说明。 

回复：感谢您的建议。针对您提出的“‘1 问题提出’部分的理论意义与文章最后一部分

‘4 理论建构与创新’合并在一起”，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将引言中的理论贡献与第四部分进行

了合并。鉴于第四章要着重介绍本文所建构的理论，因此我们将现实意义阐述保留在了“1 

问题的提出”部分，以下为修改后内容： 

（第 19、20 页）第一，构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分类模型。构建科学合理的分类模型

是开展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理论研究的基础（Robinson & Bennett, 1995）。通过文献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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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目前关于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分类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特征和目的。特征视角主

要关注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而目的视角则聚焦于行为的潜在原因

（Spector, 2011）。然而，无论是根据特征视角还是目的视角来划分均是片面的、不完整

的，这说明现有的分类方法未能很好地区分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Lim, 2002; 

Mercado et al., 2017; 张永军等, 2015）。另外，已有量表的开发年代普遍较为久远，而现如

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型通讯媒介（如微信、钉钉、飞书等）早已经成为员工日

常工作和生活的主要途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也表现出了全新的内容和形式。这说明现有

的量表可能很难捕捉到数字化办公场所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本研究整合特征和目的视角，

识别两个核心维度，构建一个 2×2 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构念模型，并遵循量表开发的基本范

式，在数字化情境下开发一个信效度俱佳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量表。这将为职场网络闲逛

行为的分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前期基础。 

第二，构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对行为者的利弊效应机制模型。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个体

实施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原因，如个体因素、领导因素及组织因素等。近年来职场网络闲

逛行为的积极效应和负面影响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和重点。虽然有学者开始从

行为者视角探讨了实施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但常出现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象。

出现正负效应相悖的根源可能在于未能很好区分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Mercado et 

al., 2017），因此有必要探究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对行为者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并揭示其中的作用路径及其边界条件。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

对行为者的利弊效应机制模型，提出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和应对型网络闲逛行为分别通过

资源增益机制（工作活力）和资源损耗机制（情绪耗竭）对工作结果（工作绩效和工作幸

福感）分别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并探讨了工作自主性在其中的权变作用。这将为行为者

视角下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作用结果出现正负效应相悖的现象提供一个全新的解释。 

第三，构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对观察者的人际效应机制模型。观察者对职场网络闲逛

行为的反应会影响行为者后续的态度和行为，可见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利弊结果还取决于

它对观察者的人际影响。因此，观察者在看到行为者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后会如何进行认

知处理，进而会引起怎样的行为反应是本研究拟解决的第三个关键科学问题。领导视角下，

本研究基于归因理论提出行为者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会让领导感知到行为者的生产越轨行

为，进而诱发领导排斥行为，并探讨了行为者工作绩效和领导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同事

视角下，本研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提出行为者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会让同事感知到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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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规范，进而诱发同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并探讨了行为者组织地位

和同事道德专注度的调节作用。上述研究结论有望填补观察者视角下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人

际效应机制的理论空白。 

第四，构建基于内外部反馈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动态变化机制模型。职场网络闲逛行

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行为发生后，行为者会根据自身的内在行为体验与观察者

的外在行为反应来增加或减少后续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因此，行为者在接收到内外部反

馈之后如何动态调整自身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是本研究拟解决的第四个关键科学问题。本

研究基于情绪维持模型和对应推论理论探讨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作用结果在行为动态变

化中的反馈效应。特别是，本研究将同时结合 fsQCA 和 NCA 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索出不

同的前因条件组合对行为者后续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协同联动机理，进而全面揭示在多主

体互动博弈下行为的演化过程。这将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前因研究和结果研究之间搭建

对话的桥梁。 

针对您提出的“着重介绍关键科学问题的提出”，我们按照建议增加了这部分的叙述。

基于研究总体框架，我们分别从分类与测量、行为者视角下的作用结果研究、观察者视角

下的作用结果研究以及行为者和观察者互动视角下行为的动态变化四个方面介绍了现有研

究的不足，并指出了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之后我们总体阐述了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科学

问题。以下为修改后内容： 

（第 2 页第 2、3 段）首先，虽然学者们尝试划分了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但

现有的分类视角较为单一，未能很好地区分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因此有必要从

多视角出发综合考虑行为的内涵，以明确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特征。其次，近

年来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作用结果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和重点。虽然有学者从

行为者（actor）视角探讨了实施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利”与“弊”，但个体行为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积极或消极，而是与行为的不同类型有关（李玲玲, 黄桂, 2021）。职场网络闲逛行

为利弊背后的机制可能与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类型有关（Robinson & Bennett, 1995）。因

此，有必要探究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对行为者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并揭示其中

的作用路径及其边界条件。再次，组织内部受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影响的主体主要包括行为

者和观察者（observer）（程垦等, 2022）。然而，关于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作用效果研究

目前主要关注它对行为者本人的影响，就观察者如何看待和应对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仍缺乏

清晰的认识。观察者对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反应会影响行为者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职

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利弊结果。因此，有必要关注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对观察者的人际影响机

制。最后，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前因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多采用静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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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作为研究基础。虽然，静态模型能够解释在某一时间点为什么一些员工相较于其他员工

会表现出更多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但是无法解释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波动和变化（褚福

磊等, 2018; 张靓婷等, 2021）。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动态变化趋势及

其边界条件。 

鉴于上述现实难题和理论不足，本研究决定首先划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不同类型，

开发一套全新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量表，再分别基于行为者和观察者视角，探讨职场网络

闲逛行为的作用结果，最后整合行为者和观察者视角揭示上述作用结果对职场网络闲逛行

为动态变化的反馈效应。本研究将从以下四个方面为组织应对职场“摸鱼”提供实践指导：

①展现不同种类和特征的职场“摸鱼”行为，进而深化实业界对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理解和

认识；②展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福祸相依”属性以及“福”与“祸”的具体体现情景，帮助

管理者有效利用职场网络闲逛行为；③展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对观察者的人际影响，进而

为企业有效遏制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蔓延、消除其负面影响提供思路；④展现行为发生后

行为者和观察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进而帮助管理者根据需要动态调整职场网络闲逛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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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表 2 中所列出内容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核查修正，具体如下：（1）Blanchard 和

Henle（2008）中量表条目数量为 17，但经查阅原文附件 A 显示该量表为 22 条目，这里是

否有错误？请核查。（2）Aghaz（2016）这篇文章提出 both facets of cyberloafing (activities 

and behaviors)，但是表 2 仅显示了 cyberloafing behavior 涵盖的四种类型，为什么没有提供

cyberloafing activities？这里的 cyberloafing activities and cyberloafing behaviors 有什么区别？

（3）Li 和 Chung（2006）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四个类型似乎与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无关，是

否参考文献有误？（第一，通过查询文末参考文献这四个类型似乎对应于文中所提供的

“Internet use function questionnaire”问卷。第二，未检索到与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有关词汇）。 

回复：感谢您的问题。针对您提出的问题（1），我们核查了该文献，发现附件 A 确

实显示了 22 个条目，但是该文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条目的信效度存在问题，因此将这几

个条目进行了删除，最后保留了 17 个条目。具体如下图： 

 

针对您提出的问题（3），虽然 Li 和 Chung（2006）在文中所使用的概念是“Internet 

use function”，但由于 Aghaz 和 Sheikh（2016）在文中将其视作网络闲逛活动（cyberloafing 

activities），因此我们之前将此量表纳入到了文献中。但是正如评审专家所担心的一样，

这样做可能会给读者带来疑惑，因此我们决定将此量表进行删除。最后，针对您提出的问

题（2），我们再次研读了 Aghaz 和 Sheikh（2016）的论文，并研究了文中提到的网络闲

逛活动和网络闲逛行为的区别。我们发现文中提到的网络闲逛活动更多体现了特征视角下

的职场网络闲逛，而网络闲逛行为（cyberloafing activities）的四种类型则体现了实施此行

为的不同潜在原因，符合目的视角下的类型划分。我们基于专家的建议和上述逻辑对原文

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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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页）Aghaz 和 Sheikh（2016）将特征视角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命名为网络

闲逛活动（cyberloafing activities），并从目的（行为者预期获取）视角出发开发了一个 10

条目网络闲逛行为量表（cyberloafing behaviors）。 

表 2 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分类与测量 

视角 作者 类型 量表 

特征 

Lim（2002） 
浏览活动 

11 条目 
邮件活动 

Mahatanankoon 等

（2004） 

个人电子商务 

11 条目 个人信息搜索 

个人通信 

Blau 等（2006） 

浏览型网络闲逛 

16 条目 与工作无关的邮件型网络闲逛 

互动型网络闲逛 

Blanchard 和 Henle

（2008） 

轻微的网络闲逛 
17 条目 

严重的网络闲逛 

Aghaz和 Sheikh（2016） 

社交型 

10 条目 
信息型 

休闲型 

虚拟型 

Akbulut 等（2017） 

分享 

30 条目 

购物 

实时更新 

网络内容获取 

游戏/赌博 

目的 Aghaz 和 Sheikh（2016） 

恢复型 

10 条目 
学习型 

越轨型 

沉迷型 

参考文献： 

Aghaz, A., & Sheikh, A. (2016). Cyberloafing and job burnout: An investigation in the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2, 51–60. 

Akbulut, Y., Dönmez, O., & Dursun, Ö. Ö. (2017). Cyberloafing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among students and 

employe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2, 87–95. 

Blanchard, A. L., & Henle, C. A. (2008). Correlates of different forms of cyberloafing: The role of norms and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3), 1067–1084. 

Blau, G., Yang, Y., & Ward-Cook, K. (2006). Testing a measure of cyberloafing. Journal of Allied Health, 35(1), 

9–17. 

Lim, V. K. (2002). The IT way of loafing on the job: Cyberloafing, neutralizing and organizational justic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3(5), 675–694. 

Mahatanankoon, P., Anandarajan, M., & Igbaria, M. (2004).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personal web usage in 

the workplace.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7(1), 9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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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2.3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实证研究”部分在（2）结果效应分析时具体阐述了职场

网络闲逛行为的作用结果，但是在（1）前因分析时却较为抽象概括，建议对此进行一定程

度的展开说明。 

回复：感谢您的建议。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增加了前因变量部分的综述，确保它与结果

变量部分的综述体量相匹配，以下为修改后内容： 

（第 4 页）以往研究分别从人格特质（如外控型人格、宜人性、尽责性等）、个体特

征（如自我控制力、睡眠质量、自我效能感等）、文化价值观（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

避、短期导向等）以及工作状态（如工作倦怠感、情感承诺、情绪耗竭等）几个方面检验

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前因，证明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是一种自发性行为，它的展现主要靠

个体因素来驱动（Aghaz & Sheikh, 2016; Blanchard & Henle, 2008; Kim et al., 2017; Koay, 

2018; Liberman et al., 2011; Mercado et al., 2017; O’Neill et al., 2014; Wagner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20; 何伟怡, 陈璐璐, 2022）。情境因素。情境因素是影响职场网络闲逛行为

的另一个核心范畴。影响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情境因素可以分为领导因素（责任型领带、

辱虐型领导及领导对互联网使用的支持）、组织因素（如组织公平、职场排斥、工作要求

等）以及社会因素（环境不确定性），这说明外部环境会显著影响员工在工作中实施网络

闲逛行为的可能性（Askew et al., 2019; De Lara, 2007; Henle & Blanchard, 2008; Henle et al., 

2009; Hu et al., 2021; Koay, 2018; Liberman et al., 2011; Lim, 2002; Lim et al., 2021; Pindek et 

al., 2018; Ugrin & Pearson, 2013; Zhu et al., 2021; 张生太等, 2021）。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

研究发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是个体与情境交互作用产生的。例如，研究发现情绪耗竭与有

利条件、组织承诺（Koay, 2018; Lim et al., 2021）；组织公平与自我控制力、工作失范

（De Lara, 2007; Restubog et al., 2011）对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 

参考文献： 

何伟怡, 陈璐璐. (2022). 相对剥夺感对网络怠工的影响——基于情绪耗竭和时间压力的中介调节机制. 南开

管理评论, (1), 213–226.  

张生太, 张梦桃, 白少一, 仇泸毅, 刘娜. (2021). WSR 方法论视角下环境不确定性对网络怠工的影响——高管

团队冲突的中介作用. 管理评论, 33(5), 208–216. 

Aghaz, A., & Sheikh, A. (2016). Cyberloafing and job burnout: An investigation in the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2,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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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2.4 研究述评和理论缺口”部分（1）提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研究中，结构测量是

最为基本的科学问题（Rich, 1992）。虽然学者们分别从特征或目的视角出发进行了类型划

分，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是一个多维度构念（Zhong et al., 2022），单一视角的分类方式是

片面的、不完整的。因此有必要构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多维构念模型（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但是实际上，作者在研究构想中并未构建多维构念，而是综合已有文献提出

的两个维度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每一种类型依然是单维构念，而我

们一般常见的多维构念模型描述是指一个构念包含了多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所以本文将“基

于两个维度（视角）划分的四种职业网络闲逛行为”称为多维构念模型是否合适？请斟酌。 

回复：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之前借鉴 Robinson 和 Bennett（1995）的分类方法，识别

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两个核心维度，并划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我们

认真思考了专家提出的问题，并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多维构念模型”这种叫法用在本文

中确实有些不妥。正如专家所说的一样，学界在使用多维构念时，多是指存在于多重范围

内并且包含一组相互关联的属性或者维度的构念（韩翼, 刘竞哲, 2009）。因此，我们决定

在文中不再使用“多维构念模型”这一表达。具体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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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构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多维构念模型，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开发职

场网络闲逛行为的测量量表”改为“（1）划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不同类型，结合定性与定

量研究方法，开发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测量量表”（第 1 页摘要段）。 

将“（1）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多维构念模型及其测量工具亟待开发”改为“（1）职场

网络闲逛行为的维度探索与量表开发亟待进行”；将“因此有必要构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

多维构念模型（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改为“因此有必要从双重维度视角出发划分职

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类型”（第 6 页“2.4  研究述评和理论缺口”段）。 

将“本研究在研究 1 中通过构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多维构念模型，从特征和目的两

个视角划分四种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并开发相应的测量量表。”改为“本研究在

研究 1 中从特征和目的两个视角划分四种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并开发相应的测

量量表。”（第 7 页“3  研究构想”段）。 

将“研究目标：构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多维构念模型，划分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

逛行为，开发测量量表。”改为“研究目标：划分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开发测量

量表。”（第 8 页“3.1  研究 1：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分类与测量”段）。 

将“鉴于此，本研究将前摄性（反应性 vs. 前摄性）作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多维构念模

型的第二个维度。”改为“鉴于此，本研究将前摄性（反应性 vs. 前摄性）作为职场网络闲逛

行为的第二个维度。”（第 9 页第 1 段）。 

将“图 3 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多维度构念模型”改为“图 3 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分类模

型”（第 9 页最下）。 

将“第一，构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多维构念模型，开发测量量表”改为“第一，构建

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分类模型。”（第 19 页第 2 段）。 

参考文献： 

韩翼, 刘竞哲. (2009). 管理学研究中的多维构念模型分类与研究应用差异甄别. 外国经济与管理, 31(12), 1–

7+15. 

Robinson, S. L., & Bennett, R. J. (1995). A typology of deviant workplace behaviors: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stud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2), 555–572. 

 

意见 6：“3.1 研究 1：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分类与测量”在维度划分的依据上交待不够清晰。

例如作者在提出维度一“轻微性/严重性”时，提到“Blanchard 和 Henle（2008）依照违反社

会行为规范的程度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分成了轻微的网络闲逛行为和严重的网络闲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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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分类方法源于职场越轨行为研究，因此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林玲等, 

2010）。”但是后文又写到“鉴于此，本研究借鉴 Blanchard 和 Henle（2008）的做法，将严

重性（轻微性 vs.严重性）作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多维构念模型的第一个维度。轻微性网络

闲逛行为是指员工在工作中短暂地使用网络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严重性网络闲逛行为

是指员工滥用或长时间使用网络从事与工作无关的行为。”前后似乎并不对应，按照作者对

于“轻微性/严重性网络闲逛行为”的解释，两者的差别在于时间频率，即“短暂地”与“滥用或

长时间”的区分，并未依据作者所提出的参照 Blanchard 和 Henle（2008）“依照违反社会行

为规范的程度”的划分？ 

回复：感谢您的问题。Blanchard 和 Henle（2008）认为区分轻微的网络闲逛行为和严

重的网络闲逛行为的关键在于行为是否会被参照群体所容许。我们在对职场网络闲逛行为

进行分类以及概念界定之前进行了一系列访谈。在访谈中我们发现，Blanchard 和 Henle

（2008）在文中列举的很多严重性网络闲逛行为在日常工作中是被群体所容许的，符不符

合群体规范更多的是看行为的持续时间。例如，有受访者认为偶尔在工作中“刷短视频”是

可以的，但是如果长时间观看网络视频可能就不妥当了。因此，我们之前在概念界定时引

入了时间频率来进行区分。但我们赞同评审专家的观点，应该确保全文的一致性，因此我

们对四种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重新进行了概念界定，以下为修改后内容： 

（第 8 页）网络闲逛行为是一种组织指向的生产越轨行为（Blanchard & Henle, 2008; 

Robinson & Bennett, 1995）。Robinson 和 Bennett（1995）最早基于严重性维度将职场越轨

行为分为轻微的越轨行为和严重的越轨行为。延续这一研究思路，Blanchard 和 Henle

（2008）依据是否违反群体规范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分成了轻微的网络闲逛行为和严重的

网络闲逛行为。从行为特征来看，轻微的网络闲逛行为具有很强的无害性（innocuous），

因此能被参照群体所容忍和接受，而严重的网络闲逛行为明显偏离了群体规范，具有潜在

的危害性（Blanchard & Henle, 2008）。这一分类方法源于职场越轨行为研究，因此具有较

为深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林玲等 , 2010）。鉴于此，本研究借鉴 Blanchard 和 Henle

（2008）的做法，将严重性（轻微性 vs.严重性）作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第一个维度。轻

微性网络闲逛行为是指员工在工作中利用网络从事那些参照群体所能接受的非工作行为。

严重性网络闲逛行为是指员工在工作中利用网络从事那些明显违反群体规范的非工作行为。 

（第 9 页）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recreative cyberloafing）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主动地利

用网络从事那些参照群体所能接受的非工作行为。应对型网络闲逛行为（ respo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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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loafing）是指员工在工作中被迫地利用网络从事那些参照群体所能接受的非工作行为。

沉迷型网络闲逛行为（addictive cyberloafing）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主动地利用网络从事那些

违反群体规范的行为。消耗型网络闲逛行为（consumptive cyberloafing）是指员工在工作中

被迫地利用网络从事那些违反群体规范的行为。 

如果我们的界定仍存在问题，希望评审专家可以给予我们更多宝贵的修改建议。 

参考文献： 

林玲, 唐汉瑛, 马红宇. (2010). 工作场所中的反生产行为及其心理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18(1), 151–161. 

Blanchard, A. L., & Henle, C. A. (2008). Correlates of different forms of cyberloafing: The role of norms and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3), 1067–1084. 

Robinson, S. L., & Bennett, R. J. (1995). A typology of deviant workplace behaviors: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stud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2), 555–572. 

 

意见 7：作者在摘要中写到“各项研究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

系统，完整呈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从产生作用到反馈调整的全过程。”，但是在研究构想的

设计中，研究一基于两个不同维度共划分四种类型职场网络闲逛行为，而在研究二的设计

中仅探讨了两种类型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研究三和研究四中仅探讨了总体职场网络闲逛行

为（未区分任何类型），为什么后续的三个研究均未基于研究一所划分的四种类型进行探

讨？ 

回复：感谢您的问题。我们在研究 2：行为者视角下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作用结果中

只讨论了轻微性网络闲逛行为（休闲型和应对型），我们之所以没有讨论严重性网络闲逛

行为是因为 Blanchard 和 Henle（2008）的研究显示严重性网络闲逛行为在组织中并不常见，

并且严重性网络闲逛行为对自身工作结果的危害性也非常显著（Blanchard & Henle, 2008; 

Mercado et al., 2017）。我们之前也在文中进行了解释（第 12 页第 3 段）。 

在研究 3，我们开展的是观察者视角下的研究。由于观察者很难判断行为背后的原始

动机（Dodge & Coie, 1987），因此我们没有进行分类讨论，使用了总体职场网络闲逛行为

（第 13 页脚注）。 

在研究 4，我们按照专家的建议进行了一定的修改。首先，正如前文所述，严重性网

络闲逛行为在现实企业内部并不常见，因此我们决定仅讨论轻微性网络闲逛行为的动态变

化过程。其次，由于应对型网络闲逛行为显著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内外部反馈的调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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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可能并不明显，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只讨论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的动态变化。以下为修改

后的内容： 

（第 16 页、17 页）个体在组织中会表现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因此行为者先前

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会导致后续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张靓婷等, 2021）。然而，同时有研

究还发现个体先前的行为感受会显著影响后续的行为意愿（Gabriel et al., 2018）。因此，

本研究推断行为者的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会影响行为者后续实施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频

率。根据情绪维持模型，当人们处于积极情绪时会继续选择那些可以给自己带来积极情绪

的行为。因此，当先前的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给行为者带来高水平的绩效水平和工作幸福

感时，伴随出现的积极情绪会促使行为者维持甚至增加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水平以保持自

身的积极情绪（Gabriel et al., 2018）。也就是说，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可以起到内部正

反馈的作用来增加行为者后续继续实施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的可能性，进而实现行为的“上

升螺旋”（Lin et al., 2019）。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1：行为者工作绩效调节行为者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与后续的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

之间的关系。行为者工作绩效越高，行为者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与后续的休闲型网络闲逛

行为越是正相关。 

H12：行为者工作幸福感调节行为者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与后续的休闲型网络闲逛行

为之间的关系。行为者工作幸福感越高，行为者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与后续的休闲型网络

闲逛行为越是正相关。 

对应推论理论认为个体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去解读他人的意图（Jones & Davis, 

1965）。首先，作为组织的化身和代表，领导为整个组织确定基调，员工可以从领导行为

中获得一系列可接受行为的暗示（Cortina, 2008）。当职场网络闲逛行为者感受到领导排斥

时，行为者可能会认为领导这么做是为了惩戒自己，表明自己的“摸鱼”行为是不可取的

（Howard, 2020）。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可能减少后续实施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频率。

因此，本研究推断领导对行为者采取的职场排斥行为越多，行为者越可能在后续减少自身

的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 

行为者不仅会对领导的行为进行解读，还会观察同事是否会实施类似的行为

（Carpenter et al., 2017）。当行为者发现组织内部的其他同事也在实施职场网络闲逛行为

时，行为者会将此解读为同事对自己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支持。特别是，此时他们的身

份将从原来的行为者转化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观察者，从而使他们进一步认为该行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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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群体行为规范（张颖等, 2022）。在这种解读下，行为者会有较强的安全感，进而在后续

工作中继续保持或增加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Liu et al., 2021）。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第 18 页）H13：领导排斥调节行为者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与后续的休闲型网络闲逛

行为之间的关系。领导排斥越多，行为者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与后续的休闲型网络闲逛行

为越是负相关。 

H14：同事职场网络闲逛行为调节行为者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与后续的休闲型网络闲

逛行为之间的关系。同事职场网络闲逛行为越多，行为者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与后续的休

闲型网络闲逛行为越是正相关。 

在上述理论模型中，本研究识别出了影响行为者后续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关键前因。

然而各前因因素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特别是前因中还同时包含正向和负向调节变量，

这说明前因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对行为者后续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产生并发

协同效应（Liu et al., 2023）。鉴于此，本研究将探索如下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 

R1：行为者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行为者工作绩效、行为者工作幸福感、领导排斥以

及同事职场网络闲逛行为之间如何共同影响行为者后续的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 

希望我们的修改消除了评审专家的顾虑，达到了修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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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8：文章部分语言的表述有待修正和斟酌，具体如下：（1）“作用结果”一般很少见于

关键词，请斟酌是否删除或替换为其他关键词更为合适？（2）“3.1 研究 1：职场网络闲逛

行为的分类与测量”第三段第三行提到“从行为特征来看，有些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具有良性

（innocuous）特征”，这里的 innocuous 翻译成良性是否合适？从单词本意以及此处的语境

来看，是否翻译为无害性或轻微危害性等词义更为合适？（3）“4 理论构建与创新”部分写

到“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一下三个方面”，这里存在错别字“一下”（以下），另外

实际上下面列出来四个贡献，而非三个。 

回复：感谢您的建议。针对您提出的问题（1），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将“作用结果”进

行了删除，目前的关键词分别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反馈效应，行为者，观察者”（第

1 页）。 

针对您提出的问题（2），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将“良性”改成了“无害性（innocuous）”

（第 8 页“3.1  研究 1：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分类与测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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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您提出的问题（3），我们按照您的要求，对不妥当的描述和错别字进行了修改，

具体见第 19 页第 1 段。 

本文在修改处均用红色字体标出。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抽出宝贵的时间对我们的研究进

行评阅，您的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了本研究，并启发了我们对研究工作的思考。再一

次谢谢各位专家的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意见： 

 

意见 1：“1 问题的提出”第一段列举了一些问题引入案例，这些案例是否可以考虑更新替换

下：（1）目前案例多是两、三年前的案例，是否可以更新至近一两年的代表性案例；（2）

该段提到“网易数读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是否可以标注下调查报告的时间？ 

回复：感谢您的建议。针对您提出的“目前案例多是两、三年前的案例，是否可以更新

至近一两年的代表性案例”，我们按照您的建议选择了一个 2023 年的案例。针对您提出的

“该段提到‘网易数读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是否可以标注下调查报告的时间”，我们结合您

的第一条意见决定改用 36 氪研究院发布的《2022 年轻人职场摸鱼报告》中的数据。具体

修改内容如下： 

（第 1 页正文第 1 段）2023 年 4 月 11 日，“员工上班摸鱼被辞退”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

搜，一名男子因上班时间“摸鱼”遭到用人单位辞退，随后他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

付经济赔偿，这一诉求最终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同时，也引发了全网热议。大多数网友表

示上班“摸鱼”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影响工作效率，公司不应过分干涉。36 氪研究院发布的

《2022 年轻人职场摸鱼报告》显示，96.18%的年轻人会在工作中“摸鱼”，且超过六成的 95

后员工每天至少“摸鱼”1 小时。此外，超七成受访者认为上班“摸鱼”不会影响工作，超半数

90 后表示在被领导发现“摸鱼”后，会选择坦然承认。这说明，现如今上班“摸鱼”已成为一

种普遍现象，追捧“摸鱼哲学”也成为了职场中的常态。因此，明确职场“摸鱼”对个体和组

织的影响，并进行有效的动态管控，进而实现“扬长避短”，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意见 2：建议再通篇理顺下语言表达准确性，例如“展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福祸相依”属

性以及“福”与“祸”的具体体现情景，帮助管理者有效利用职场网络闲逛行为”，这句话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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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积极和消极属性，但是后续却提到“利用”一词，对于积极属性或

者积极效应采用“利用”一词或许合适，但是消极属性或者消极效应是否采用“管控”一词更

为合适？ 

回复：感谢您的问题。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对文中表达不准确的句子进行了修改。我们

将“展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福祸相依”属性以及“福”与“祸”的具体体现情景，帮助管理者

有效利用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改为“展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福祸相依”属性以及“福”与“祸”

的具体体现情景，进而帮助管理者有效应对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第 2 页第 3 段）。 

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日渐滋生”改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日渐普遍”（第 1 页摘要）。 

将“个体行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积极或消极”改为“个体行为的作用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积极或消极”（第 2 页第 2 段、第 6 页最后 1 段）。 

将“进而为企业有效遏制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蔓延、消除其负面影响提供思路”改为“进

而为企业有效控制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扩散、消除其负面影响提供思路”（第 2 页第 3 段）。 

将“本研究响应了学者们对探讨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在同事间的感染效应机制的呼吁”改

为“本研究响应了学者们提出的探讨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在同事间的感染机制的呼吁”（第 12

页最后 1 段）。 

将“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无法避免和根除”改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无法避免”（第 18 页倒

数第 2 段）。 

同时，通过通读全文，我们对论文通篇的其它细节部分进行了完善，再次对评审老师

精益求精的精神表示敬意！ 

 

意见 3：“3.1 研究 1：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分类与测量”提到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分类的两个

维度，分别是“维度 1：严重性（轻微性 vs.严重性）”和“维度 2：前摄性（反应性 vs.前摄

性）”。对于两个维度的命名（严重性/前摄性）是否可以替换下词汇，而非直接采用该维

度的某个类别词汇，例如是否可以将反应性 vs.前摄性命名为行为动机？请再斟酌完善下。 

回复：感谢您的建议。我们按照您的建议修改了两个维度的名称。我们借鉴 Warren

（2003）、张永军等（2015）的研究，将两个维度分别命名为规范偏离（维度 1）和主观

故意（维度 2）。以下为修改后内容： 

（第 8、9 页）本研究在以往相关研究基础上，提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包含两个核心维

度：规范偏离（轻微 vs.严重）和主观故意（反应性 vs. 前摄性）。 

维度 1：规范偏离（轻微 vs.严重）。网络闲逛行为是一种组织指向的生产越轨行为

（production deviance）（Blanchard & Henle, 2008; Robinson & Bennett, 1995）。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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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ennett（1995）最早基于情节的严重程度将职场越轨行为分为轻微越轨行为和严重越轨

行为。延续这一研究思路，Blanchard 和 Henle（2008）依据是否偏离群体规范将职场网络

闲逛行为分成了轻微网络闲逛行为和严重网络闲逛行为。从行为特征来看，轻微网络闲逛

行为并未明显偏离群体规范，具有无害性（innocuous），因此能被参照群体所容忍和接受，

而严重网络闲逛行为则明显偏离了群体规范，具有潜在的危害性（Blanchard & Henle, 

2008）。这一分类方法源于职场越轨行为研究，因此具有较为深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林

玲等, 2010）。鉴于此，本研究将规范偏离（轻微 vs.严重）作为职场网络闲逛行为的第一

个维度。轻微网络闲逛行为是指员工在工作中利用网络从事那些参照群体所能接受的非工

作行为。严重网络闲逛行为是指员工在工作中利用网络从事那些明显偏离群体规范的非工

作行为。 

维度 2：主观故意（反应性 vs.前摄性）。根据诱因和动机不同，反生产行为可以分为

前摄性和反应性反生产行为（Dodge & Coie, 1987; 张永军等, 2015）。前摄性反生产行为是

个体为了满足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工具性（instrumental）行为，是一种“主动的”故意行为。

反应性反生产行为是员工对外界刺激的回应，不依赖于行为主体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

和预见性（foresight），是一种“被动的”故意行为（Spitzmuller & Van Dyne, 2013; 张永军等, 

2015）。本研究通过前期的深入访谈发现，虽然员工在工作中实施网络闲逛行为是主观故

意为之，但有时也是为了响应外部需求的无奈之举。例如，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职场

上为什么会有“摸鱼”现象时，受访者说：“上班时间家人或朋友给你发微信，你出于礼貌还

是要回复的，这没办法。”鉴于此，本研究将主观故意（反应性 vs. 前摄性）作为职场网络

闲逛行为的第二个维度。前摄性网络闲逛行为是员工出于工具性目的而实施的职场网络闲

逛行为；反应性网络闲逛行为是员工为回应外部需求而实施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一个 2×2 构念模型来划分不同类型的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即根

据行为的规范偏离和主观故意维度推断职场网络闲逛行为可能包含四种类型（如图 3 所

示）。休闲型网络闲逛行为（recreative cyberloafing）是指员工在工作中出于工具性目的，

利用网络从事那些参照群体所能接受的非工作行为。应对型网络闲逛行为（responsive 

cyberloafing）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为回应外部需求，利用网络从事那些参照群体所能接受的

非工作行为。沉迷型网络闲逛行为（addictive cyberloafing）是指员工在工作中出于工具性

目的，利用网络从事那些明显偏离群体规范的行为。消耗型网络闲逛行为（consum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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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loafing）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为回应外部需求，利用网络从事那些明显偏离群体规范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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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审稿人意见：感谢作者对文章的认真修改和优化完善，论文质量有了进一步提升。 

 

编委意见：作者已经根据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建议录用。 


